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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博物馆热潮，博物馆文创产品越来越受重视。近年来，国家级、省级的博物馆文创

产品频频在媒体上亮相，虽然也博得了一些掌声，但文创工作者也深知繁荣表象下的种种问

题，如多数县市级博物馆文创成绩就比较暗淡，虽然多数省份都出现了“文创联盟”的组织

形式，但其成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近日，《中国文物报》邀请六大博物馆馆长、文创部主任进行了“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

的线上讲座，分享了各馆的文创经验。几乎每场讲座的主讲人都提到了“博物馆大文创”的

概念，即将展览、教育也都归为“文创”，同时加上博物馆文创商店销售的“文创商品”，构

成“博物馆大文创”。湖南博物馆馆长段晓明在提及“博物馆大文创”时，又进一步做了延

伸：虽然博物馆学只将“收集、研究、保护、陈列”作为博物馆的功能，其间也并无“文创”

字眼，但这四方面皆与“文创”密切相关，因此，他提出“一套班子、两套目标”的说法，

第一套目标是按照博物馆学的定义细分职能，也就是博物馆现有的结构模型，而第二套目标

便是“文创”，是与第一套目标并行的架构，他认为，这样的架构能理顺博物馆“文创”工

作。其实，这是“文创思维”。 

若要认识“文创思维”，需要先清楚“文创”的边界。“文创”是“文化创意”的缩写，

所以，从字面看，文创需包含“文化”“创意”两个要素，其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创意”。 

这就是判断一事物是否属于“文创”的标准，即“文创”的边界。“文创”中的“文化”可

以是“传统文化”“地方文化”“宗教文化”等大区域文化，也可以是“企业文化”“校园文

化”等小区域文化；而“创意”则是“革新”“创新”，即一种全新的视角、前所未有的形式。

所以，“文创”就是“文化”的“创新”表达，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形式上的组合体，

当这样的组合出现时，人们就会觉得新奇，就会成为话题，因而受到大家的追捧。 

去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了“脊兽雪糕”，脊兽是传统元素，雪糕是现代商品，两者

组合就产生了新奇感。还有“国家宝藏”的春节特别节目“国宝音乐会”，她虽然没有具体

的“实物产品”，依然可以称为“文创”，因为该节目用现代的舞美技术、形式重新诠释了国

宝文物元素，这也是传统与现代的组合。如果认为“博物馆大文创”就等于“展览、教育、

文创商品”的话，那么就会限制博物馆文创事业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博物馆大文创”格局

还不够大！那么“博物馆大文创”的范围到底是什么？不妨先回顾文创在博物馆领域外的发

展情况。 

 “文创产业”的概念，源于英国，其后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

美国等地都进行了发展延伸，虽然产生了不同的名称，囊括了不同的行业，但其内涵基本一

致。她不仅包括影视、动漫、游戏、博物馆等，也包含计算机软件、网络技术，也有国家将

餐饮也纳入其中。若从笔者的设计学学科背景看，“文创”的边界还在扩展，她还可以包含

社会创新（设计领域的新兴实践活动），后者经常利用“文创”来驱动街区复兴、文化扶贫，

达到创新的目的。同时，“文创”具有很强的融合能力，她除了能与内部细分行业融合外，

还能与外部产业融合：与旅游业结合，至少有“旅游文创产品”；与农业结合，有“文创农

业”；与金融业结合，有“文创金融”……可见，“文创”是“+”的能力，类似于“互联网”，

能横向融合多个产业并形成合力。若改成纵向视角审视博物馆珍藏的文物，可以发现“文创”

深深根植在中国传统中。历史上，文化融合一直在发生，不管是中西交流，还是民族大融合，

文化有交流就有碰撞，“文化”的碰撞就会产生“创意”“创新”，“不适合的”被抛弃，“异



质”的被“创意”地接纳，这就形成了“文创产品”，凝结为物件，便是博物馆所收藏的文

物。广彩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东方人物与生活，西式的绘画技法都被融合在一件器物上，

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创意”融合。当然，融合地有好有坏，有极端有柔和，这是另外的话题。

今日，文化要延续，就不能拘泥于过去的形式而背上历史的包袱，所以要创新，中国文化就

是这样发展而来，这样的思维一直都在，只是现在称之为“文创思维”罢了。如果有这样的

思维，博物馆就成了收集、研究、保护、陈列古代“文创产品”的机构：博物馆通过研究来

分析这些产品的制作思路、工艺、美学价值；通过叙事性的展陈来讲述古代“文创产品”的

各种故事，这些作为现代“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基础的工作，会因“文创思维”的“植入”

而使博物馆开展文创工作变得顺理成章。所以，博物馆做文创，首先要“解放思想”。 

中国近代史是部屈辱史，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极力地否定传统到拥抱传统，中华民族都

在苦苦寻找复兴之路，按照吴晓波的说法，中国一共有三次国货运动：第一次 1904-1937年，

第二次 1984-1999，第三次就是当下。历次国货运动，都能看到设计学的身影：第一次国货

运动中，陈之佛、雷圭元、庞薰琹等人都有“以图案设计振兴国货”的愿望，因此，他们老

一辈人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建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案学”，但却在改革开放初不敌国外引

进的“三大构成”而逐渐式微；第二次国货运动后期，于 2000 年左右，潘云鹤等人看到了

“三大构成”割裂传统文脉的弊端，提出了“文化构成”的概念来弥补“三大构成”的不足；

在第三次国货运动到来之前，设计学依然在“文创”中深耕细作，大家以“旅游纪念品”为

主题，探讨设计方法、原则、流程及注意事项，形成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限于时代环境，

这些研究并未产生巨大的效益。2010年前后，随着“文创”概念从我国台湾引进，“旅游纪

念品”研究成果终于有用武之地，相关研究为今日的“博物馆文创产品”研究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有人认为，2019年是“博物馆文创”的元年，不管其依据为何，但可以确认的是，现

在是文创产业发展的黄金时间，对博物馆而言，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博物馆作为文创产业的头部机构，应该用“文创思维”武装自己，并让自己跨出舒适区，

尝试拓宽文创的边界。笔者认为在第三次国货运动中，博物馆应当承担起引领文创产业发展

的责任，因为这是时代赋予博物馆的使命。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做法就值得大陆博物馆界学习，

该馆在前院长周功鑫的领导下，曾大力开展“文创产业发展研习营”的教育培训项目，其培

训对象并不是未成年，而是文创团队，她们以将台北故宫打造为“文创产业应用重镇”为己

任，主动承担起了协助台湾文创产业成长的工作，为台湾地区文创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此，台湾地区的文创至今成为大陆文创界学习的榜样。如今，虽然大陆博物馆文创营收在

规模上已远超台湾地区，但若考虑人口基数，则还不能沾沾自喜。大陆博物馆界的“文创”

格局普遍不高，鲜有以城市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为己任，愿意主动担当的博物馆。 

虽然，博物馆文创工作还存在诸多的制度障碍，但种种迹象表明障碍即将移除，如近年

来，国家社科等基金项目一直都将“文博机构文创开发机制体制问题”列为重点研究项目，

各类政策文件、细则也相继出台落地。博物馆在迎来新一轮井喷式发展前，需要先用“文创

思维”武装自己，并要清楚认识“博物馆文创”的边界。虽然，博物馆文创还有很多障碍要

跨越，很多未知领域需要探索，但障碍与未知并不是停止行动、不承担责任的借口。中国博

物馆，不应止步于现在的“大文创”概念，而是要积极努力地拓宽边界，尽早地承担起文创

产业的领导责任，承担起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使命！ 


